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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帝祭祀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历千年而不衰，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

礼仪活动，其文化意蕴显而易见：从血缘角度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诸族对血缘始祖的祭祀；从

文化角度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诸族对人文初祖的祭祀；从祭祀性质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

夏儿女对血缘始祖与人文初祖祭祀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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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祭祀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它肇始

于黄帝逝世之时，经过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

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一直延续至今。作为一项

重大的礼仪活动，每个时代的黄帝祭祀既有对传统

的继承，又有不同时代各自的时代特征。

一、当今黄帝祭祀是血缘

角度的祖先祭祀

　　史前和三代是将黄帝作为祖先祭祀的。封建社

会的黄帝祭祀中，黄帝仍然具有祖先的身份，但往往

兼具神格，或者突出其作为“古代帝王”的身份。今

人对于黄帝为“古代帝王”的观念有不同于古人的

解释。当今的黄帝祭祀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福惠八

方的史前人物，作为德业辉煌的文明开创者，黄帝祭

祀的祭祖性质更加彰显。

从血缘的角度出发，通常称黄帝为“华夏始

祖”。华夏族形成的基础是以黄帝为中心的早期族

系联盟。黄帝首先被本部族子孙视为血缘始祖，随

着黄帝部族繁衍生息，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了黄帝族

的血统。黄帝的名号“轩辕”实即“玄鼋”，亦即“天

鼋”，本是一种龟蛇类的水族动物，它成为黄帝族的

图腾，反映着该部族对这种水族动物的崇拜。通过

对“天鼋”铜器群的研究，学者发现众多天鼋部族从

史前到商周一直存在［１４］。研究者还通过对与黄帝

族相对应的庙底沟类型考古文化的观察分析，指出

陕西、山西、河南的众多庙底沟类型氏族部落已经联

结为一个具有相同文化、习俗、信仰的整体，并以此

为前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族类。黄帝族的兴旺发达

还使黄帝的血脉延伸到其他的部族，最早受到影响

的就是炎帝族。炎黄原本是远缘亲属部落，同发源

于西北黄土高原地区，东迁途中又如影随形。炎黄

两族有时亲密相处，有时互相争斗，但是无论相亲还

是相争，结果都是促进了两族相互融合，形成“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随着黄帝族在“炎黄”联

盟中取得主导地位，黄帝渐享独尊，“黄”的色彩日

益凸显，有的炎帝族苗裔也自认为黄帝所出。例如

屈原在《离骚》中交代身世时肯定地说自己是“帝高

阳之苗裔”。“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

也”①。“帝高阳之苗裔”也就是黄帝之苗裔。事实

①　《史记·楚世家》。



上，楚人为祝融之后，而祝融为炎帝之后，《山海

经·海内经》中记载：“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

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此外，

楚人芈姓，《说文》“芈”字于羊部，释其意为“羊

鸣”，又以“羌”为“羊种”，而姜羌一也；楚国二十多

位国王名字前都冠有“熊”字，暗示了楚族曾以熊为

图腾，而熊为姜羌图腾———从中可见楚人为炎帝族

苗裔的关系———是楚属炎帝系统的有力证据［４］。楚

人既属炎帝系统，为什么又自称黄帝苗裔？究其原

因，这种说法应该源于沉淀在楚人内心深处的关于

族系融合的记忆。这些记忆还见于屈原的其它作

品。如《天问》中的“焉有虬龙，负熊以游”，就反映

了长期在楚国流传的一个炎黄两族融合后关系亲密

的故事［１］。

炎黄联盟建立后，大规模的族系融合仍在继续，

东夷集团成为华夏族形成的要素。涿鹿之战后，黄

帝成为中原炎黄集团与东方九黎部族的共主，更大

范围的部落联盟就此产生，华夏文化共同体也开始

形成。体质人类学家发现，公元前 ５０００～公元前

４０００年之间，生活在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居民可能

与传说中的炎黄部落联盟有关，而“黄河下游今山

东、苏北一带大汶口文化居民比仰韶文化居民一般

在颅高和面高上更高一些，面宽更宽，鼻形稍窄，身

高可能稍高，并有颅枕部变形，人工拔牙和口颊含球

的特殊风俗，他们大概和传说中的东夷集团有

关”［５］。进入公元前３０００年以后，黄河流域的仰韶

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逐渐被龙山文化所取代。作为从

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居

民，“和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各组人骨之间，在体

质上显然存在更为密切的关系”［６］。鉴于庙底沟二

期文化居民的形态特征“呈现出与仰韶文化和大汶

口文化两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接近关系”，研究者指

出：“这种现象很可能是由于黄河中下游两个部族

集团成员相融合而引起体质上的变化。”［７］这些研

究成果说明两大集团之间除了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

之外，血缘也在交流，血脉日渐相连。正是在这种文

化与血缘双重融合的基础之上，华夏族最终形成。

既然已经水乳交融、你我难分，那么在华夏族这个有

机整体内，以黄帝为血缘先祖观念的产生，就不仅是

合乎情理，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进一步考察，后代的中国各民族中，不仅华夏族

与黄帝族有血缘关系，许多少数民族也可能与黄帝

族有血缘关系，黄帝对这些少数民族也具有血缘先

祖的身份，这一点可以从先秦的华夷交融来说明。

《尚书·武成》载：“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孔安国注曰：“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左

传·成公七年》载：“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

或恤。”杨伯峻注曰：“中国，当时华夏各国之总称。”

可知“华夏”指中原地区的文明发达的大国，可与早

期的“中国”同义。与之对举的“四海”与“四夷”，

前者是指偏远的周边地区，后者则指周边地区的居

民。四夷分为南蛮、东夷、西戎、北狄，分别指周边不

同方位的居民。由于种种原因，上古各族经常迁徙。

中原各族迁往周边地区和周边各地区各族迁到中原

地区，在史前和三代都有可考的历史事实。炎黄部

族从西北黄土高原向东迁徙进入中原是史前各族迁

徙的显例。夏商之际夏人从中原外迁和原为东夷的

商人入主中原，又是三代各族迁徙的突出事件。因

此对于华夏族而言，蛮夷戎狄并非都是“非我族

类”。诸戎是“四岳之裔胄”①，而四岳为姜姓。楚王

熊渠、熊通虽宣称：“我，蛮夷也”②，其为炎帝族系也

于史有证。此外，典籍中还有“杞，夏余也，而即东

夷”③、“禹生西羌，文王生北夷”的说法［８］，事实上

无论夏、周还是杞，都是正宗的华夏族裔。历史上华

夏与四夷的关系犬牙交错、错综复杂，或打或和、时

敌时友，在历史的舞台上上演令人眼花缭乱的连续

剧，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华夏与四夷相互

关联、相互融合，包括血缘的互相融合。

随着历史的发展，“华夏”与“四夷”的概念不断

变化，整体趋势是华夏的外延渐趋扩大。黄帝曾

“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④；禹会诸侯于涂山也有

“执玉帛者万国”；成汤革命后“存者三千余国”；武

王克商时“有千八百国”⑤；战国仅存“万乘之国七，

千乘之国五”⑥；随后便是秦扫六合一统天下。从

“万国”到“一统”的过程，也是华夏与四夷融合的过

程。最终消除华夷界限的因素很多，包括文化普及

与武力兼并，但其中血缘融合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

视。华夷融合奠定了汉族形成的基础，因此黄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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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华夏族的血缘先祖，也是汉族最主要的血缘

先祖。

除了汉族，历史上还有一些少数民族自称黄帝

族裔。最突出的例子是北魏的建立者拓跋族。《魏

书·序纪》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

或外分荒服，昌意之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

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

跋，故以为氏。”《魏书》卷二十三载：“魏桓帝崩，卫

操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碑云：‘魏，轩辕之

苗裔’。”类似说法在北魏其他墓志铭中亦很多见，

如《北魏大妃李妃墓志》说大妃李氏“鸿肇其于轩

辕，宝胄启于伯阳”，《魏故持节左将军唐耀使君墓

志铭》也有墓主为“轩辕伊裔，陶唐厥遗”的文字。

正如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融合

体，中华文化也是以华夏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

的融合体，而黄帝文化是华夏文化的基石。中国境

内与黄帝时代相对应的新石器文化很多，包括仰韶

文化中晚期、庙底沟类型、洛阳王湾类型、后岗类型

晚期、下王岗类型中期、秦王寨类型、大河村类型、史

家类型、西王村类型、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红花套

一期文化、薛家岗文化、山背文化、马家浜晚期文化、

崧泽文化、良渚早期文化、台湾前新石器文化、师赵

村文化遗址、石岭下文化遗址、马家窑类型文化、红

山晚期文化等等。其中炎黄族主要活动区域———中

原地区的文化最初并未处于发达进步的前沿。考古

发现证实，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大汶口文化的原始农

业、家畜饲养业有了长足发展；各种手工业———包括

石器、玉器与骨角器制作技术与建筑技术都超过了

中原同期水平；制陶工艺达到中国制陶史上的顶峰；

私有制、父权制以及阶级的出现也略早于中原地

区［７］。正是由于文化水平高于炎黄集团，东夷集团

才能够在涿鹿战前与炎帝的争执中致使后者节节败

退，才能在涿鹿战中令黄帝“九战九不胜”，才能在

涿鹿战后的民族重组与融合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

开始时未能遥遥领先，但是中原地区占有的优越地

理位置和地理环境使这个核心区域具有极强的开放

性和凝聚力，便于它博采和吸纳。在周围各种文化

的影响和激荡下，中原地区得到了有利于自身发展

的全面营养，从而“在前第三纪后半叶形成高于周

邻的中心地位”［９］。因此虽然大汶口等文化曾先走

一步，以黄帝为重心的炎黄集团还是率先进入了文

明社会。建立于炎黄和东夷两大集团文化联盟基础

之上的中原华夏文明随后形成。

二、当今黄帝祭祀是文化角度

的人文初祖祭祀

　　由于具备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双重条件，中原

地区成为中国文明史上最活跃的文化大熔炉。各种

文化在这里辐辏、交流、融汇、贯通，最终锻造出更加

优秀的文化，并向周围辐射。华夏文化就是这样不

断升华、传播，成为中华文明的恒久根基。这种文化

向心结构在史前已经固定，日后无论哪个文化区域

占据主导地位，都会固守中原特色。因此在寻根探

源时，中华文明的开端便会追溯到黄帝，黄帝也就成

了中华人文始祖。

将黄帝作为人文祖先祭祀，很早就有记载。

《国语·鲁语上》说：“有虞氏?黄帝而祖颛顼，郊尧

而宗舜；夏后氏?黄帝而祖颛顼，郊 而宗禹；商人

?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

而宗武王。”据于右任的《黄帝功德纪》一书介绍，黄

帝一生的发明创造包括衣、食、住、行、农、工、矿、商、

货币、文字、图画、弓箭、音乐、医药、婚姻、丧葬、历

数、阴阳五行、伞、镜等，共２０个方面。其中凡属可

以从实物方面表现的，几乎都在龙山遗存中得到了

印证。正如考古学家所说，黄帝时代“农业生产已

经社会化，部分手工业已专门化，知识分子（应包括

巫师集团）已经阶层化，原始宗教（包括丧俗祭礼）

规范化，出现了酋邦王国，出现了政权组织的雏形，

许多重大的创造发明，像雨后春笋般的都在这一时

期出现”［１０］。在早期社会中，这些文明成果对于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中获

益的不止嫡系子孙，因而对其感恩戴德的也决不限

于血缘传人。

源于黄帝文明的华夏文明，也始终因其优势吸

引着少数民族。无论是通过传播（指一个社会的习

俗或惯常做法流传到另一个社会）还是涵化（指两

个社会之间发生密集而直接接触，人们被迫做出重

大文化改变），华夏文化都对少数民族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从时间上看，三代之中四夷对中原文明的

仰慕之情屡见竹帛，如《左传·襄公四年》记载夷羿

代夏后“因夏民以代夏政”；《诗经·长发》吟唱汤革

夏命后“禹敷下土方”即承认夏人祖先的功德；《荀

子·王制》提到周公出征时“南征而北国怨，曰：‘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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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满

族把握历史机遇建立清代而成为中国最高统治者

后，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稽中原之古，右汉族之

文”的社会风气，很快同化于更为先进的华夏文明，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祭祀华夏始祖轩辕黄帝。从空间

上看，位于中华大地这一地理单元西南部的藏族地

区，其原始神话及考古发现都呈现出与中原文化的

关联性，如在云南的迪庆藏族地区流传着“女娲娘

娘补天”的神话［１１］，西藏细石器文化源于华北地区、

新石器文化也受到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１２１３］。这些

都表明了中华内陆古文化对西藏高原文化的深厚影

响以及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深层次的历史文化联

系。当然我们在强调汉族对中华文明重要性的同

时，也绝不能忽略少数民族的贡献，身为中华民族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一样为这一古老伟大

的文明倾注了心血，奉献了精华。少数民族不仅仅

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传播者，同时也是这一伟大文

明的捍卫者。从西藏抗英到朝鲜族抗美，从英雄东

归到抵御倭匪，各族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

“发展了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各民族同

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谁也离不开谁”［１４］。正是通

过吸收成果、参与创造，少数民族文化与华夏文化紧

紧相连、融会贯通。

汉族通过与少数民族的不断融合，“像滚雪球

一样越滚越大”［１５］，中华文明也是通过兼收并蓄，最

终形成其多元特征，枝叶繁茂、芬芳四溢。雪球再

大，有其内核；树木参天，有其直根。五帝时代是中

国文明的滥觞，中原是中国文明的基地。黄帝时代

就是中国文明的源头，黄帝文明就是中华文明的直

根，黄帝就是中华儿女的文明始祖。每一个在中华

文化薰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华儿女，血液里都流着黄

帝所开创的文化基因。基于文化的角度，可以说

“中华民族之全体，均皆黄帝子孙也”［１６］。

三、当今黄帝祭祀并非宗教活动

　　有人认为黄帝祭祀是一种宗教活动，“不符合

历史唯物主义，违背科学精神”，甚至说公祭黄帝

“违反《宪法》”［１７１８］。虽然发表这种言论的只是个

别人，但黄帝祭祀是否属于宗教活动，许多人都说不

清楚，值得探讨。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宗教的基础是信奉超

自然的实体。通俗地说，宗教以承认神的存在为基

础，要人服从神的意志，崇拜神的力量，以神的力量

为人的命运依托和归宿。在行为层面上，宗教有一

定的组织和仪规，包括祭祀在内，但是并非所有的祭

祀都可以归入宗教活动。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

有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宗教观念，当时的祖先祭

祀属于宗教活动。不过，西周的上帝祖先崇拜已经

加入了重视人力作用的因素，强调人的道德水平可

以影响鬼神的意志，将古代宗教伦理化。这对以后

中国宗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西周以后，强调

实践理性的儒家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进而

发展为“神道设教”思想。儒家学派不反对祭祀，不

主张废除祭祀，但也不依靠祭祀治国。在他们看来，

治国要依靠人的现实努力，祭祀只能对现实政治起

文饰作用。这种主张本质上已经抛弃了宗教，只是

保存了传统宗教的某些形式。后来儒学成为中国封

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对宗教的态度也影响了整

个封建社会。秦汉以后的历代帝王一方面宣称“受

命于天”，以神道将王权神圣化；另一方面，将王权

置于神权之上，不给任何一种宗教以“国教”的地

位。这种政策就是既利用宗教，又与宗教保持一定

距离。

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看待中国人的黄帝祭

祀，我们不难发现，黄帝祭祀与宗教的关系有一个发

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史前的黄帝祭祀基本是祖先祭

祀，不过由于原始宗教统治着当时人类的观念，在史

前人类心目中氏族部落首领是有神性的。祖先———

死后的氏族部落首领同样具有神性。祖先是曾经活

在现实世界的人，祖先又具有神性，是祖先观念中的

两种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两种因素的消长变

化影响中国人祖先崇拜与宗教关系的发展变化。中

国人的祖先崇拜始终没有成为典型意义的宗教，又

长期与宗教纠缠不清。将黄帝作为天帝祭祀始于战

国秦汉间，延续到中国封建社会。将黄帝作为中华

民族的先祖祭祀一直没有中断，而在中国封建社会

后期越来越重视作为帝王的黄帝祭祀，近代以来则

特别突出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先祖的祭祀。由此可

见，黄帝祭祀与宗教活动的关系如何，不能一概而

论，应该根据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作历史的分析，做

出符合实际的判断。

应该着重说明的事实是：黄帝是史前实际存在

过的真实人物。在人们头脑中充满着神灵、不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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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神灵简直不可能进行思维的远古时期，黄帝的确

被认为具备神性。人类学家发现，在现存的酋邦社

会中，如太平洋诸岛屿几乎所有的地域，至今还可以

遇到神化的酋长或王，他们被认为或自认为是神、

天、精灵、太阳、神的直系子孙、神灵附体者。但事实

上，他们却无一例外地都是现实的人。这证明黄帝

在远古被赋予神性是完全可能的。进入文明社会

后，接受祭祀的黄帝一度被升格为天帝或上帝，他的

周身披挂上了染着神仙色彩的外衣。历史被神话化

了，但它还是历史的神话。事实上在中国人心中被

神话化的历史人物远不止是黄帝。思想上开创了

“中国之路”的孔子［１９］，提三尺剑居马上得天下的刘

邦，备受下层百姓爱戴的包青天，等等，他们的身上

或浓或淡都围绕些神气，而当今中国人并未因此以

之为神。在当今黄帝祭祀中，无论公祭还是民祭，黄

帝都是作为始祖受祭的。在祭文中，行祭者始终没

有向他表达过祈福禳灾的愿望，表达的只是对祖先

的怀念、颂扬以及对国情的总结和展望。这些都表

明在当今行祭者的心目中，黄帝完全脱离了神性。

在祖宗崇拜的层面上，黄帝与后人的关系是永恒的。

并且在这永恒之中，无论祭典是否举行，行祭者都不

会也不需要受到“教会”的约束和支配。

在中国语境中，祭祀的对象不仅仅是神。《礼

记·祭统》载“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这是对去世

的双亲而言。赡养在世的双亲是尽孝，祭祀是在双

亲去世后表示继续赡养，继续尽孝。关于祭祀的作

用，《国语·楚语下》说：“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

家，定百姓也。”去世的双亲未必是神，祭祀作用的

实现不需要通过神，可见祭祀与神没有必然联系。

相反，根据先秦时代已经形成的原则，可以万世享祀

者往往是那些造福万民的英雄。《国语·鲁语上》

中展禽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

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

能捍大肆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黄

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凡?、郊、祖、宗、

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从中不难看出，祭祀活动

本身表达的是对那些业已远去的“有功烈于民者”

的追思和歌颂。用祭祀的方式来纪念对民族发展作

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以表示崇德报功之意，使之

流芳千古。

就祖先祭祀而言，祭祀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死

者，毋宁说是为了生者。通过祭祀培养生者对祖先

功德怀念之情和恭敬之心的一种方式，进而影响世

道人心，使社会风气醇厚。其中的人文色彩远远浓

于宗教色彩，人事比重远远大于鬼神比重。

明末清初进入中国的一些天主教传教士们通过

悉心观察，也看到了中国祭祖活动的非宗教性质。

如利玛窦说到：“所有儒士上至皇帝下至地方最低

官员，都要参加祭祖。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把

祭祖看成是对死去的祖先的尊敬，尊敬祖先就象他

们在世那样。他们不会相信死者真的会需要摆在冢

前的食品。不过他们说，按照他们的传统说法，这是

对他们亲爱的人的逝世表示悼念的一种最好形式。

事实正是如此，许多人都认为举行这种特别礼仪，首

先出于为活着的人的利益考虑，而不是死人。这样

做可以教育他们的后代和没有教养的人懂得如何孝

敬和赡养还活着的父母。因为他们亲自目睹到死去

的先辈，如何受到那些有学问、有地位的人的尊敬。

这种在死者冢前供摆祭品的礼仪，不应视为对基督

教神灵的亵渎，也不能说它是受迷信的影响。因为

他们并没有把他们的祖先奉为神，也没有向祖先祈

祷，要求得到一件东西和实现一个愿望。”［２０］利玛窦

的后继者闵明我、徐日瘅、安多和张诚等人也持相近

看法。可见，在真正的神职人员眼中，中国人的祭祖

也不是宗教，而只是一种为了表示对先辈的爱敬同

时教育后代恭行孝道的特别礼仪。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表达对神的崇拜”只

是“祭祀”的部分内涵；表达对祖先的种种情感包括

崇敬、思念、感恩、歌颂、效法等等为祭祀，与神没有

必然联系，并非宗教活动。对黄帝祭祀的真实意蕴

是通过对人文始祖功德的颂诵、在虔敬缅怀的情境

中达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激励后代奋发有为的积

极作用。正如张岂之所说：“我们不是古代祖先神

的崇拜者。我们黄帝祭祀陵，不是把黄帝当成神灵

来祭祀，而是在一种肃穆的气氛中，追思中华民族先

辈们如何创造文明，如何造福子孙。我们要继承和

发展他们的事业，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２１世纪

真正实现。因此，我们的祭祀，在形式上也应当是人

文的，而不是神化的”［２１］。

四、结语

　　被华夏儿女作为祖先祭祀的黄帝，实际上兼具

着中华民族血缘先祖与人文始祖双重身份的华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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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这两种身份或两种含义的统一是华夏历史发展

的必然结果。因此，当今的黄帝祭祀，其实质是中华

民族对血缘先祖和人文初祖祭祀活动的有机统一，

与封建迷信残余或宗教活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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